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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论梁武帝萧衍的佛教思想

余忠良

辉煌的齐梁文化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齐梁文化的主要

内容包含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、道家文化和外来佛教文化，三者

互相融合，形成了精深悠远的思想体系。佛教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

一部分，梁武帝萧衍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佛教文化的本土化做出

了巨大的贡献。他是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者和推广者，是中国佛教文

化在南北朝时期的集大成者，是佛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

的重要人物。他的佛教思想成为齐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，今

天研究齐梁文化不能忽视齐梁佛教文化和梁武帝萧衍的佛教思想。

一、梁武帝萧衍的佛教思想

梁武帝（464年—549年）姓萧名衍，字叔达，南兰陵中都里（今

江苏常州万绥）人。萧衍少而笃学，文武双全，多才多艺，六艺皆精，

至于阴阳星相各种学问，无不精通。萧衍即位称帝后，史载他“虽日

理万机，犹卷不辍手，燃烛侧光，常到戊夜”。他不仅是魏晋以来的

一位博古通今的皇帝，而且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帝王。

萧衍的佛教思想集中体现在他《断酒肉文》、《梵网经》、《孝思

赋》、《净业赋》及数百卷诸经解义和诏书里。其核心内容是“三教同

源”说和“真神佛性”说（真神，即指人的善性）。

萧衍在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，认为：“建国君民，立教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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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。”为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，他一面大力倡导儒家以维护

纲纪，另一面又著书立说，宣扬佛教。他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

经，四次舍身同泰寺，大大提高了佛教的影响力。在他看来，儒、道、

佛三教之间，不是矛盾，而是相通的，可以互为补充，相得益彰。基

于这种认识，他提出了“三教同源”说，尊称三教的始祖孔子、老子

和释迦牟尼为“三圣”，极力调和三教的矛盾，视三教同等重要，不

可偏废。然后，他在仔细比较了三教异同优劣后，又觉得佛教的教

义和修行方法，简便易行，对老百姓更具吸引力，因而抬高佛教在

三教中的地位，把佛教定为国教，从而构建了一个以佛教为主体，

以儒、道二教为补充的理念体系。萧衍提倡“三教同源”说和“真神

佛性”说，把儒、道、佛三教融为一体，从而在儒学基础上建立起具

有中国特色的儒化了的佛教，使三教更好地为其所用，以便巩固封

建秩序，封建统治。

佛学由于和玄学合流，进而有相对独立的发展。作为宗教来

说，佛教既有一套精致的唯心主义理论，适应上层士大夫的玄学兴

趣；又有一套因果报应迷信的教义，可用作统治人民的工具，因而

绝大部分上层人物都提倡这种宗教，致使当时佛教大盛。而道教此

时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和仪式，与佛教并存不废。同

时，儒家的礼法观念始终在整个社会保持着一定的地位，对经学的

研究也始终没有中断，甚至有时儒学还占据优势。因此，在魏晋南

北朝时期，儒、佛、道三教并立的局面逐步形成，三教之间互有影

响，在思想上也相互有了融合。萧衍的三教同源说，正是这种历史

事实在理论上的反映。

萧衍提出“神明佛性说”，特别突出了《涅 经》所提示的成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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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基的内在性，以有情众生自身之内的心神作为成佛的正因之体，

同时也就把心识视为生命体的根本和标志。萧衍强调心识虽有生

灭的异用，但心体神明之性不移，“以其用本不断故，成佛之理皎

然”。神明之本体不断，则能知诸法实相之性不灭，有此潜能，终究

能够证悟真实佛法而得解脱，在这个意义上，神明是成佛的根基。

这种对于因果关系的重视和诠释，体现了佛教的根本特色。佛性说

本质上就是对于成佛的原因所作的理论解释。事实上，《大涅 经》

主要就是从因果的角度来阐明佛性，尤其在《狮子吼品》中表现得

更明显。在梁朝宝亮奉敕编撰的《大涅 经集解》中，可以很清楚地

看到，从竺道生，到僧亮、僧宗，再到宝亮的诸位中国义学高僧，都

很明确地意识到佛性问题内在的因果联系，因此，他们总是力图从

因位、从果位、从因位至果位等方面来说明佛性的意义和作用。

萧衍在佛学上还将中国传统的心性论、灵魂不灭论与涅 佛

性说结合起来，加深了佛教的中国化。涅 学讲人生都有佛性，都

能成佛。这个佛性是人生成佛的内在根据，《涅 经》中对佛性有多

种解释，都不出佛学的范围。他结合中国传统思想立神明成佛义，

以不灭的精神实体“神明”作为成佛的内在根据，神明即是佛性，由

此而成为南方涅 学重要的一家。吉藏《大乘玄论》、均正《四论玄

义》和元晓《涅 宗要》对此均有记载。

萧衍还积极从事佛教撰述，阐述其独特的佛学观。据史料记

载，他曾写过《摩诃般若经》中的《三慧品》最为重要，从而把它单独

列出，称之为《三慧经》。他还著有《制旨大涅 经讲疏》、《净名经义

记》、《制旨大集经讲疏》、《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》等，可惜有的著

作已失，只能从历史的记载中窥其一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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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萧衍所作的《净业赋》的序中，有这样几句话：“观人生之天

性，抱妙气而清净，感物外以动欲；心攀缘而成眷，过常发于外尘，

累由于前境；怀贪心而不厌，纵内意而自骋，耳流连于丝竹，眼转移

于五色，香气酵起，触鼻发识，舌之受味，甘口啖食；耳之受触，以自

安怡。细腰纤手，弱骨丰肌，附身芳洁，触体如脂，狂心迷惑……如

是六尘同障善道，方紫夺朱，如风靡草，抱惑而生，与之偕生；随逐

无明，莫非烦恼。由是外清眼境，内净心尘，与德相随，与道为邻，见

净业之可爱，以不杀为因；离欲恶而自修，故无障于精神；患累已

除，障碍亦净，如久澄水，如新磨镜，外照内像，内见众疾；既除客

尘，反还自性，心清若冰，志洁如雪；结缚既除，忧畏亦灭，与恩爱而

常违，顾生死而永别。”萧衍认为神明佛性只是成佛的内在根据，要

认识自心佛性，得大涅 ，还要进行自身的修炼。要去欲趋静，按照

《礼记》的说法，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要保持

至静无动的先天本性，就必须去除欲望动念，“外动既止，内心亦

明，始自觉司，患累无所由生也。”欲念除尽，达到“心清若冰，志洁

如雪”的境地，就能返还自性而得解脱。

关于萧衍所主张的神不灭论，以往的研究似乎较少从他自身

的佛学和儒家思想背景出发来加以深入考察。而我们如果联系萧

衍的《立神明成佛义记》，就会发现其神不灭论的真实意义在于强

调因果理论，并以此在伦理教化方面整合儒释二教，因此在中国思

想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
萧衍对佛教的支持，一方面体现为亲身修佛，以身教影响国

民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佛教事业。他自己信佛修佛，过着佛教徒的

生活，吃素断酒肉，绝房事，恪守佛教戒律。他曾四次舍身到同泰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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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僧，大臣们每次都花大量的钱财把他赎回来。他这样做，既表明

了自己向往佛教徒的生活，又可以给佛教强大的经济支持。他对佛

教义学很有研究，对《般若经》、《涅 经》、《法华经》等尤为重视。他

还经常召开各种法会，亲自向大家讲经说法，他的讲经会，听众经

常成千上万。他在普通六年（525年）于同泰寺开过“千僧会”。中大

通元年(529年)，他曾开设四部无遮大会（僧、尼及男女居士均可参

加，没有限制），参加者有五万余人。中大通三年（531年）十月，他到

同泰寺讲《大般涅 经》。同年十一月，又去讲《摩诃般若波罗蜜

经》。他于中大通五年（533年）在同泰寺讲《金字摩诃般若经》时，与

会的高僧达上千人。

二、梁武帝萧衍佛教思想的历史地位

萧衍的佛教思想既有时代的烙印，又有其鲜明的个性特色。他

以佛学思想为宗、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为辅，三者互相渗透，互为

补充。他当上皇帝的时候，正值外来的佛教与一向被奉为正统的儒

教和在东汉时异军突起、土生土长的道教之间，在意识形态领域里

角逐主导地位。

他提倡“三教同源”说和“真神佛性”说，把儒、道、佛三教融为

一体，在儒学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化了的佛教。萧衍为

调和三教矛盾所做的尝试，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

响，为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消除三教冲突提供了借鉴，实现了三教并

立，更为以后的儒、佛、道三教合流奠定了基础，因而具有十分重要

的意义。至于后来的两宋理学和明代王阳明心学，也是沿着这条思

想线索发展和完善起来的。

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固然与中外僧众的共同努力分不开，但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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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朝廷的支持有极大的关系。在扶植与支持中国佛教的历代君王

之中，萧衍是极有影响的人物。他既是皇帝，又是佛教信徒；既是佛

教实践家，也是佛教理论家。他对中国佛教有诸多影响，且声名远

播海外。千陀利人（古代东南亚的一个小国）甚至称他为中国的“圣

主”，“是我真佛”。

因此，我们完全可以说萧衍是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者、鼓吹者、

推广者，是中国佛教文化在南北朝时期的集大成者，是佛教在中国

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重要人物。

三、梁武帝萧衍对佛教文化的贡献

佛教自东汉永平十年（67年）正式传入中国后，首先取得帝王

的支持和信奉，并逐渐成为广大民众的信仰。萧衍当皇帝的时候，

外来的佛教受到正统儒教和传统深厚的道教的顽强抵抗。梁武帝

以菩萨皇帝的身份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，不遗余力地推广佛教,从

而扩大了它的影响。

萧衍是一位佛教理论家，对佛教理论的贡献巨大。他对佛教经

义进行了全面研究和诠释，从理论上奠定了佛教在中国的基础。萧

衍最大的著述是《通史》六百卷、《金策》三十卷、《五经义注讲疏》等

共有二百卷，躬制赞、序等凡六百卷。关于佛教的著述前面已经讲

到有《涅 》、《大品》、《净名》、《三慧》等诸经解义共数百卷。其佛学

造诣精深，由此可见。

萧衍对佛教文化的贡献，还体现在他调和了佛教内部般若学

和涅 学之间的矛盾。他说般若是因，涅 是果，二者互相依存，不

分优劣。经过他这种解释，主张客观万有皆是“空，（非有非无）的般

若学和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的涅 学就统一起来了。在此基础上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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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把佛性纳入到儒家抒情诗似的善性中去，用善性解释佛性，强调

内心清明，平时行善，如此方能保全佛性，这便是所谓的“真神佛

性”说的主要内容。

综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，萧衍最大的贡献是使佛教本土化。他

在执政期间，利用皇帝的身份，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，把外来的佛

学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，促进了民族融合、文化融合。收录在《广

弘明集》中萧衍所作的《孝思赋》，从内容上看是一篇宣扬儒家孝道

思想的文学作品，然而，唐代道宣法师却将其当作弘扬佛法的护教

文献加以收录。这一现象表明，中国佛教试图在伦理方面实现与儒

家传统的融合，实现佛教伦理的本土化。在梁朝，中国僧人从理论

和实践上都试图体现佛教对儒教孝道的包容，而正是萧衍将奉佛

与尽孝结合在一起，实现了在道德教化上的儒释共弘，对孝道的吸

收，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佛教的本土伦理特色。

萧衍力促佛教僧制的中国化。僧人头上留戒疤，推行了佛教的

全面素食，也是源于他。萧衍确立的大乘佛教伴侣制度，流传至今，

一直被沿用，并对日本、东南亚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在佛教历史上，他

与印度的阿育王相互辉映。萧衍在位四十八年，以佛法治国并整理

内政、文教，是南朝政治、文化及佛教最兴盛的时期。

在他执政期间兴盛起来的斋会、水陆道场经久不衰，形成了相

对固定的程式流传至今。萧衍亲自阅读经藏而协助编修《水陆仪

轨》，设水陆大斋，使得冥阳两利，恩泽古今。相传梁武帝的皇后郗

氏，性好嫉妒，往生后堕为蟒蛇，痛苦不堪，因而求助于武帝。武帝

为超度其夫人郗氏，制作《梁皇宝忏》，请僧礼忏。这部忏法，绵延一

千几百年，直至今日仍在唱诵。而现在仍然流传在常州地区民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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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宣卷”（一种佛事），据说也源于梁武帝萧衍。

梁武帝萧衍受菩萨戒，有“菩萨皇帝”之称；承受萧衍同时受戒

者，有四万八千人，其影响力之大，可见一斑。萧衍常行普同供养，

曾多次开设大规模的斋会，如无遮大会、平等大会、盂兰盆会等。四

次舍身同泰寺，为大众讲经，这是历代帝王中前所未有的。他自受

菩萨戒后，就严守戒律，断绝房事，不饮酒，不取乐，除宗庙祭祀大

会，或其他法事外，他从不举乐。他亲自撰述佛书、提倡译经事业、

建造寺塔、讲经法会，乃至于舍身、放生、布施等，在位时，寺院增加

八百余所，僧尼增加五万多人。

唐代著名诗人杜牧诗句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

是当时寺院之多的生动写照。《杜阳杂编》云：“梁武帝好佛，造浮

图，命萧子云飞白大书曰萧寺。”以至后世多指佛寺为萧寺。萧衍广

建寺庙，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南朝佛教文化的兴盛。他在位期间，

创建光宅寺、开善寺、同泰寺等著名寺院十余座，其中有为追思父

母而建的大智度寺与大爱敬寺。在萧衍故里南兰陵中都里（今江苏

常州万绥）有萧氏家庙多处。萧衍做了皇帝后舍祖宅为寺，建“智宝

寺”作为家庙（常州民间又称兰陵寺、万岁寺），后来，又在智宝寺旁

建“万岁东岳行宫”，后称东岳庙。“行宫”的级别高于“庙”，它有三

大特点：一是门朝东开，象征着紫气东来。二是正方形，显示皇家气

派。万岁东岳庙级别甚高，负责管理江南所有的东岳庙、城隍庙和

土地庙。三是建有“三老殿”，供奉着孔子、老子和释迦牟尼，这在其

他庙宇甚为少见。萧衍还在今常州孟城黄山山麓，为他的妻子郗氏

修了一座家庙“九龙禅寺”，并在庙中为其母亲张尚柔设立“慈母

堂”。虽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，在齐梁故里的常州孟城，至今还保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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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万绥（岁）东岳庙和黄山九龙禅寺等寺庙，见证了这段历史。

萧衍崇佛，在齐梁故里的常州地区，千百年来，佛教昌盛，高僧

辈出，佛学著作丰盛，寺庙历史悠久，直至民国期间仅在常州城乡

还存有大小寺庵 1300余座。一个地区寺庵的规模和数量，也能从

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佛教对当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与作用。

（本稿由常州市社科联推荐）

余忠良，1955年生，在乡镇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工作多

年，长期担任常州日报社和郊区广播电台的业余通讯员。爱好

民间文学，现为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委员，常州市文联委

员，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，常州市民协民俗委员会秘书

长，常州市地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《常州民俗报》副主编，《家谱文

化》杂志副主编，《常州民间文艺》民俗文化版编辑，《齐梁文化遗存》编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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